
2011年，《李作鵬回憶錄》（以

下簡稱《回憶錄》，引用只註頁碼）

正式出版，該書對中共早期革命的

歷程、中共軍隊如何發展壯大、軍

隊中的不同「山頭」及建國後高層政

治的運作都有a詳細的描述。在

1971年「九一三事件」（林彪事件）之

後，被視為「林彪反革命集團」成員

的李作鵬遭隔離審查，且在毛澤東

死後被轉移到秦城監獄，復歷經中

央專案組的審查、中紀委的調查、

公安部的預審和法庭的審判，保釋

出獄後在太原生活。考慮到作者在

中共歷史上所處的位置，《回憶錄》

自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

不過，本文並不打算整體性地

評價此書。限於筆者的學力，《回

憶錄》跨度如此之長，涉及重大史

實又如此之多，每一史實都需詳細

考辨，本文無力為此。以下的討論

僅以文化大革命後「林彪反革命集

團案」（以下簡稱「林案」）的調查、

起訴、審判為中心（下卷，頁738-

98），因李作鵬對其中的具體情形

有a親身的體驗，該書為我們把握

「兩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

案」）的審判提供了強有力的史料基

礎。鑒於該書屬於回憶錄性質，因

而在諸多史實、稱謂、司法程序等

問題上，不可避免地帶有個人感

情，本文所涉之處，都參考了其他

相關文獻進行必要的考訂。

中國現代司法的再啟動
——評《李作鵬回憶錄》

● 楊龍、李湘寧

李作鵬：《李作鵬回憶錄》，上、

下卷（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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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紀委的調查、

公安部的預審和法庭

的審判。考慮到李作

鵬在中共歷史上所處

的位置，《回憶錄》自

有其獨特的史料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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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將《回憶錄》下卷作為評論

重點，在於就內容而論，李作鵬對

「九一三事件」之後中國的政治和司

法運作有a極為清醒的認識。親自

參與審判李的伍修權亦肯定這一

點：「李作鵬的頭腦相當清楚，能

不認賬的事，決不認賬。」11981年

1月25日，中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兼特別法庭庭長江華、特別法庭副

庭長伍修權宣讀了對「兩案」主犯的

判決書。這次公開審判傳遍了中國

的大街小巷，時至今日，坊間不少

地下書籍還繪聲繪色地描述林彪、

葉群與「四大金剛」（黃永勝、吳法

憲、李作鵬、邱會作）如何密謀，

其中甚至不乏桃色場景。其情節之

過於「逼真」，不能不讓人望而遠

之。

相比於坊間的獵奇，官方對林

彪、江青及其他相關人士則有相對

固定的評價和定性，這一定性源於

〈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

的決議〉（以下簡稱〈決議〉）的如下

表述：「至於毛澤東同志所重用過的

林彪、江青等人，他們組成了兩個

陰謀奪取最高權力的反革命集團，

利用毛澤東同志的錯誤，背a他進

行了大量禍國殃民的罪惡活動，這

完全是另外一種性質的問題。他們

的反革命罪行已被充分揭露，所以

本決議不多加論列。」2林彪、江青

及相關人士的歷史問題，有待於多

方史料的深入挖掘和重新考訂，但

是，文革的終結產生了諸多有待解

決的問題，其中之一就是通過對

「兩案」的審判來重建司法制度和政

治秩序。

從判決書的內容來看，「林案」

主要涉及文革期間以及之前一段時

間¿，林彪等人在一系列的政治行

動、政治鬥爭，以及政治決策中所

存在的問題。對於這些歷史問題，

高華對林與毛澤東之關係，林與黃

永勝、李作鵬和吳法憲等的派系關

係，以及毛、林、江青等人的政爭

等諸多歷史史實和細節，曾做了相

當精彩的分析3。但是我們很難運

用這類學術研究成果來分析「林案」

中的若干事實問題（比如黃永勝、

李作鵬等人對其他中共領導幹部的

迫害問題、奪取中共黨和國家最高

領導權等問題），畢竟刑事法律所

涉之問題，關乎嚴格的證據鏈，除

非充分接觸所有證據材料，否則無

法去評斷法院判決在事實、證據與

罪名之間的因果關係是否妥帖。

借助於《回憶錄》，我們可以發

現「兩案」的審判為法律本身的運轉

提供了新的空間。因此，我們有必

要回顧其審判過程，從當代政治—

司法關係的特性入手，分析毛澤東

的錯誤與林彪等人的罪行之政治切

割、從審罪行不審錯誤、預審和公

審等諸方面a手，來探究「兩案」所

塑造的政治—司法關係。受制於資

料，本文無法全面展現當代中國政

治—司法關係的全貌，而只在此分

析其若干重大的特徵。

一　毛澤東的錯誤與「林彪
集團」的罪行 　

「林案」從中紀委的調查、公安

部預審到特別法庭審結，歷時兩年

有餘。1981年1月25日當李作鵬接

到判決書後，極為憤怒，認為自己

的罪名和毛澤東脫離不了關係。他

在判決書上，全面反駁該判決事實

部分的內容：在「林彪確定奪取黨

林彪、江青及相關人

士的歷史問題，有待

於多方史料的深入挖

掘和重新考訂，但

是，文革的終結產生

了諸多有待解決的問

題，其中之一就是通

過對「兩案」的審判來

重建司法制度和政治

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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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家最高領導權」批寫下「毛澤東

號召全面奪權」；在「誣陷迫害中華

人民共和國主席劉少奇」旁註了「毛

澤東炮打司令部」；在彭德懷、賀

龍、葉劍英、羅瑞卿被「打倒」的論

述問題上，他寫下了「毛澤東第一

個主張打倒彭賀」（頁777-78）。

李作鵬回憶毛澤東發動文革最

初的醞釀是在1961年的七千人大會

上，重提不要忘記階級鬥爭，並在

之後的數年¿，通過不同的事件來

準備文革的發動（頁526-28）。他還

如是反思了文革：「在毛澤東、黨中

央發動和領導的那場全民投入的、

狂熱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中，這一

切問題的發生與發展，並不是孤立

的，而是有背景、有根源的，只要

是客觀的、全面的、實事求是的看

待這些問題，答案自在人心中。」

（頁767）不過，在中紀委調查「林案」

之始，就明確將毛澤東從文革的系

列事件中剝離出來，並將這些事件

視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犯罪。當

事人並未明白，「林案」中所涉及的

犯罪問題不能牽涉到毛澤東是早已

確立的事實，其中有a諸多政治和

司法層面的考量。

至於「林彪集團」和「四人幫」被

聯繫起來，則起因於鄧小平1978年

6月2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

講話。鄧在講話中提出軍隊工作

的「破」、「立」問題，指出「破，在

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深入揭批

『四人幫』，要聯繫揭批林彪，肅清

他們的流毒和影響。立，就是要完

整準確地把握毛澤東思想體系⋯⋯

不破這些壞東西，就不能立好東

西⋯⋯要放手發動群眾，揭露矛

盾，搞清是非，整掉林彪、『四人

幫』的幫派體系」4。這就是林彪和

江青兩案合二為一進行調查、審判

的肇因。

在政治層面上，全軍政治工作

會議之後，鄧小平也明確將林彪、

「四人幫」問題放在一起批評和揭

露。1978年10月11日，在中國工會

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鄧指出林

彪、「四人幫」讓工會工作癱瘓，並把

持一部分工人團體，讓其成為篡黨

奪權的工具，又在工人中煽動派

性，煽動武鬥，讓整個國民經濟處

於無政府狀態5。1979年3月30日，

在中共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鄧

總結了打倒「四人幫」以後的兩年半

¿擺脫了林彪、「四人幫」所造成的

十年混亂，恢復了黨、政、軍工作

的正常秩序，摧毀了反革命政治勢

力，獲得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

為現代化建設事業創造了條件6。

10月30日在全國文藝工作者第四次

代表大會上，鄧強調文革十年林

彪、「四人幫」對文藝工作實行「黑

線專政」，使大批優秀作品遭到禁

錮，使大批文藝工作者受到誣陷和

迫害7。

鄧小平將兩事合併，是要藉此

來揭露文革十年的問題。中共從革

命建國到繼續革命治國，特別是文

革十年留下了巨大的體制和社會後

遺症，在宣傳高度統一、意識形態

一元的歷史情境下，選擇通過公審

林彪、江青等人來揭露文革十年的

問題，改變人們的觀念和認知，為

國家走向重建奠定觀念基礎。「兩

案」合併處理的另一個目的是否定

文革時期混亂的社會秩序，不過，

前提是不能觸及毛澤東的問題。

然而，在事實層面上無法迴避

的是，林彪、江青等人的問題必然

涉及到毛澤東。鄧小平於1980年會

「兩案」合併處理的一

個目的是否定文革時

期混亂的社會秩序，

不過，前提是不能觸

及毛澤東的問題。然

而，在事實層面上無

法迴避的是，林彪、

江青等人的問題必然

涉及到毛澤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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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羅馬尼亞總理時不忘強調，「之

所以要公審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

集團，放在公布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的文件之前，就是為了說明他們

是犯罪，而毛澤東是犯了錯誤。」8

區分林、江等人的犯罪和毛的錯誤

顯然是一種政治運作，意在透過政

治手腕將毛和林、江等人在政治和

法律上切割開來。

為了完成毛澤東與「林彪集

團」、「四人幫」的切割，以便於司

法審判的進行，1978年11月27日，

在起草〈決議〉的中共中央會議上，

鄧小平談及毛的歷史評價問題，要

求中央有統一的說法，黨內要討

論，但不能幹赫魯曉夫（Nikita S.

Khrushchev）評價斯大林的事情9。

鄧在政治和法律上將毛和「林案」切

割開來，其原因還在於確保中共

革命和執政的合法性。不過，毛與

文革的發動、毛在文革中的主導性

作用，以及毛對整個文革走向的影

響bk，確實很難切割乾淨。

此外，在起草〈決議〉時，鄧小

平要求一定要評價毛澤東思想，並

明確表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

得。丟掉這個旗幟，實際上就是否

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我們能

夠取得現在這樣的成就，都是同共

產黨的領導、同毛澤東的領導分不

開的」bl。可見，切割毛和「林彪、

江青反革命集團」並非僅牽涉個人

恩怨問題，還關乎到通過政治決議

和司法審判否定文革，同時肯定中

共的歷史地位。

在1980年11月開庭之前，時任

「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主任的彭真

還特意強調：「這次審判，首先必須

實事求是地區分好人犯錯誤與壞人

做壞事，區分領導上所犯的錯誤與

林、江反革命集團所犯的罪行，不

審理黨內、人民內部的錯誤，包括

路線錯誤。」bm政治和司法的此種曖

昧關係，自然不能為李作鵬所知，

也不能為其接受。

進入司法程序之前，先完成毛

澤東與「林彪集團」、「四人幫」以及

文革的政治切割，這無異於劃定了

調查取證、司法審判的範圍，表明

政治人物的司法追責，其限度取決

於審判之前的政治切割。這種獨特

的政治—司法關係自此之後也被繼

承了下來，並構成了理解中國當代

政治大案的歷史性經驗。

二　「審罪不審錯」和　
　　「審罪行不審路線」

「兩案」確定要進入司法程序

後，中共雖已將林彪、江青等人與

毛澤東進行了政治切割，但是林、

江等人的問題與當時中共黨內的路

線鬥爭有a極為密切的關係。

李作鵬在《回憶錄》中，專門寫

了一章「自辯與沉默後的話」，主旨

是重新評價對自己的判決，並特別

強烈地追問了「審罪不審錯」這一

點。他先是繼續強調周恩來在放飛

林彪的問題上，是周本身傳遞給李

的消息模糊，並沒有真正明確是要

周恩來、黃永勝、吳法憲、李作鵬

四人聯名指示才可放飛，還是只需

其中一人同意。李還追問：

甚麼叫「審罪不審錯」！罪與錯的標

準是甚麼？標準是誰定的？根據甚

麼定的？這樣的問號可以羅列一大

堆。說到底，那就是一塊遮羞布！

想用沒有事實根據的、無限上綱的

進入司法程序之前，

先完成毛澤東與「林

彪集團」、「四人幫」

以及文革的政治切

割，這無異於劃定了

調查取證、司法審判

的範圍，表明政治人

物的司法追責，其限

度取決於審判之前的

政治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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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罪」，把我們釘死在法律的恥

辱柱上，以此掩蓋其政治鬥爭的虛

偽與殘酷！不要以為號稱「法庭」，

就代表公正；手握「法律」，就代表

正義。（頁797）

從李作鵬對整個案件的回憶來

看，他注意到「審罪不審錯」這一問

題，基本可以判定他是事後閱讀了

相關的回憶材料，才知道在審判之

時，特別法庭確立了這樣一個工作

原則。不過，這一點被他誤以為是

政治定性。其實，這一點和切割毛

的工作錯誤多少有些關係，但還是

有根本的不同。

特別法庭強調「審罪不審錯」的

原因在於，法院只審理檢察院起訴

書列舉的罪行，不審被告人工作中

的錯誤。這意味a法院不會涉及起

訴書以外的任何內容。江華在庭審

過程中曾專門召開會議，強調庭審

調查就是法庭調查，只調查犯罪事

實的有無，以及辯論罪行的輕重和

性質bn。這種對法院審判的定位，

以現代司法的標準衡量也屬恰當。

這是司法克制的內在要求，是在保

護被告人的權利。

在開庭之前，江華就要求從各

部門抽調來的審判員熟悉案情，掌

握原材料，抓緊學習刑法和刑事訴

訟法，把法律條文吃透，做到運用

得當bo。為了保證審判工作符合法

律自身的運作，審判員還特別觀看

了中外法庭審判的影片，增加對審

判的感性認識，增進對法律程序

的間接了解bp。可見在文革結束之

後，當時的法律人雖然法律知識極

度匱乏，但文革之痛讓他們對法律

秩序的重建還是多少抱有理想。

「審罪不審錯」是法院對自身角

色恰當的定位。江華在庭審前，亦

明確將其作為工作方針：「特別法

庭只審問和認定那些觸犯刑法的犯

罪行為，不審問那些不是事實或雖

屬事實但構不成犯罪的行為，嚴格

地把罪行與錯誤分開。對於路線和

工作上的錯誤，我們法庭不能審

判⋯⋯那是黨內和行政方面的事

情。」bq政治路線錯誤和工作錯誤是

不同的兩個問題，這牽扯出了當時

審判堅持的另一個原則：「審罪行

不審路線」，其具有更濃厚的政治—

司法含義。由於這一問題只在黨內

的一定範圍有過討論，自然有可能

不為李作鵬所知。

在公安部進行預審之前，有人

提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是在

文革十年期間誕生的，是林彪和

「四人幫」利用了黨內路線的錯誤，

因此林、江等人的罪行和黨內路線

錯誤分不開，只審理林、江的罪行

不好辦。伍修權回憶，最後要求只

審判林、江等人的刑事罪行，不涉

及黨內的路線是非問題，否則就有

可能把黨內路線是非和林、江的個

人刑事罪行混淆br。伍並未透露是

誰在何種場合做出了這一重大決定。

「審罪行不審路線」這一點，彭

真亦有所強調：中共黨內的政治錯

誤是革命隊伍內部的問題，中共六

屆七中全會和中共七大處理了王明

路線問題，樹立了榜樣，王明造成

的災難很大，但中共沒有為此追究

誰的刑事責任，而是學習兩條路

線，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來達成

了中共全黨認識的一致，為革命勝

利奠定了基礎bs。彭的講話道破了

中共的路線問題不能移交司法審判

從李作鵬對整個案件

的回憶來看，他注意

到「審罪不審錯」這一

問題，基本可以判定

他是事後閱讀了相關

的回憶材料，才知道

在審判之時，特別法

庭確立了這樣一個工

作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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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根本原因：中共黨內的路線問題

只能在中共黨內解決，才能有利於

中共自身的團結和穩定。

「審罪行不審路線」再度劃定了

政治—司法的邊界，路線的是非交

由中共黨內解決，文革十年的路線

問題最後是由〈決議〉來張本的。而

對李作鵬的審判只是涉及罪行，這

使得路線問題導致的重大錯誤與個

人行為截然二分了。李在《回憶錄》

中大段論證自己的政治行為最多只

屬於政治錯誤的範疇，而不是刑事

罪行（頁795-99）bt，可這已不會影

響司法審判的展開。

三　預審與公審

在完成政治切割的同時，中紀

委開始介入調查李作鵬。自1972年

開始，當時的中央專案組審訊的重

點是廬山會議、山海關機場林彪起

飛的責任問題，屬於爭議性極大的

政治問題，更多涉及的是路線爭論

和政治鬥爭；而1978年之後中紀委

介入調查，其重心已經轉向李在文

革中領導海軍期間，諸多成員的死

亡責任歸屬，以及文革前後彭德

懷、羅瑞卿、賀龍、葉劍英被迫害

的問題（頁748-49）。調查重點的轉

變，也能夠說明當時辦案人員已經

把「毛澤東的錯誤和林彪等人的罪

行」、「審罪行不審路線」作為調查、

取證工作展開的前提了。

1979年12月下旬，公安部預審

人員開始在秦城監獄提審李作鵬。

公安部之所以進行預審，是因為認

為「兩案」影響重大，為了保證審判

的正常進行，需了解李等人對審判

的態度。預審人員從準備起訴的幾

項罪名展開審判，試圖讓李承擔

海軍相關工作人員死亡的責任以及

山海關機場放飛林彪的罪責，並把

山海關機場的幾個當事人請到了

秦城來做證人。李對此頗不以為然

（頁757-60）。他把預審看作是一個

與預審人員抗爭的問題，而在司法

操作¿，公安機關為了預先判斷犯

罪嫌疑人能否被法院判決有罪，會

檢查自己獲取的證據是否可靠，這

是司法操作程序上需經的一環。不

同的是，此次預審是為公審摸底，

以了解李等人在法庭上會有何種反

應，便於公審的有序展開。

預審一直持續進行到1980年

9月，期間第一批預審人員對李作

鵬態度頗為嚴厲，雙方爭論激烈，

致預審無法進行，不得不更換人

員。李還因心臟病發作被送往醫院

急救，他認為預審人員為了達到讓

其認罪的目的，提前趕他出醫院，

還在預審中宣布對其進行逮捕。李

把這些都看作是逼迫其就範的把戲

（頁758-59）。預審人員是否讓其提

前出院，現有資料很難考查，而宣

布逮捕則是「兩案」要進入司法程序

的法律手續，至於時機的選擇是否

另有目的還難以確定。

1980年9月29日，全國人大常

委會決定為「兩案」成立特別檢察廳

和特別法庭。11月5日，特別檢察

廳向特別法庭提出對「兩案」十名犯

罪嫌疑人提起公訴ck。李作鵬在公

審階段接受了五次庭審（前四次為

法庭調查，第五次為被告和代理律

師的辯護陳述）。前四次法庭調查

涉及他四個方面的罪行：（1）毛澤

東巡查武漢時對李作鵬的講話如何

對李作鵬的審判只是

涉及罪行，李在《回

憶錄》中大段論證自

己的政治行為最多只

屬於政治錯誤的範

疇，而不是刑事罪

行，可這已不會影響

司法審判的展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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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密；（2）處理山海關機場林彪叛

逃的責任；（3）向林彪寫材料陷害

羅瑞卿、賀龍、葉劍英等；（4）文

革期間迫害海軍幹部120人的問題

（頁768-72）。

從判決書的結果來看，這四項

罪名經過前四輪的法庭調查和最後

一輪的辯護，後三條為特別法庭所

採納。不過，在法庭調查和辯論

時，特別檢察廳起訴的部分事實還

是被捨棄了：一是李作鵬「得到武漢

部隊政治委員劉豐關於毛澤東在武

漢同一些負責人談話內容的密報，

當天返回北京，分別告訴黃永勝、

邱會作」未寫進判決書；二是沒有

再提海軍的雷永通等三人被迫害死

亡；三是將「直接誣陷」改為了「點

名誣陷」120名幹部（頁780）。

李作鵬未提及的是，其辯護律

師張思之、蘇有漁在司法部起草了

〈律師辦案基本原則〉之後，頂住了

「兩個不能動」——起訴書的事實不

能動、罪名不能動——的壓力cl。

兩位律師對事實提出了四大疑點，

最後李作鵬有兩項罪名在法院判決

中未予採納：一是參與逃往廣州、

另立中央；二是試圖謀殺毛澤東的

「五七一工程」cm。此案中律師的作

用之所以能凸顯，乃是得益於當時

普遍對「實事求是」的追求以及彭真

對法律制度建設開明的態度，也得

益於律師對文革後法律建設的赤誠。

預審和公審在性質上完全不同，

前者屬於公安機關的預先演練，並

非審判。特別法庭認為接受起訴

書，決定立案與否才是進入司法程

序的開始cn。雖然在政治話語¿，

預審和公審被表述為公檢法的分工

與合作，但其實它也劃定了政治—

司法各自的範圍，法院重點關注事

實是否成立，以及法律如何適用，

為司法獨立操作留有一定的空間。

文革之後，中國司法制度在這樣一

個極其孱弱的政治秩序中得以再

生，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對司法

程序的尊重有一定的意義。

四　小結

《回憶錄》對我們近距離理解文

革後中國政治—司法的運作有莫大

的幫助，但前提是要考辨事實，輔

之以在歷史中把握政治—司法關

係，既不能陷入權力鬥爭的窠臼

（不能忽視事實存在的權力鬥爭），

也不能落入司法應然的桎梏，否

則將遮蔽政治—司法關係本身的

面貌。

對李作鵬進行公審這一史實而

言，它不僅為黨內政治路線的重新

定位奠定了基礎，還再次開啟了中

國現代司法，只是這一開啟本身包

含a諸多時代特性。「兩案」至少蘊

含a三層政治—司法關係：

第一層是相關政治人物罪行和

錯誤的切割——林彪等人的罪行和

毛澤東的錯誤——這種劃分將毛從

相關事件中「解救」和「剝離」了出

來，劃定了司法追責的範圍，縮小

了司法審判的範圍，這一前置於司

法審判的政治決策，是當代中國政

治—司法關係的特徵之一。

第二層是路線和罪行的二分，

中共中央將司法審判界定在法定罪

行的範圍內，而將中共黨內的路線

爭論交由中共內部解決。這意味a

在此類問題上，中共的路線問題不

對李作鵬進行公審這

一史實而言，它不僅

為黨內政治路線的重

新定位奠定了基礎，

還再次開啟了中國現

代司法，只是這一開

啟本身包含C諸多時

代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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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交由法律來解決，它一方面阻斷

了政治問題法律化的可能，另一方

面又為司法審判提供了自我運作的

空間，這可以說是當代中國政治—

司法關係的特徵之二。

第三層是預審和公審問題。中

共區分了預審和公審的性質，保證

了將司法審判的權力交給了法院，

把公安機關定位在偵查、收集證據

的角色上，這也符合現代司法的要

求，可以看作為文革「砸爛公檢法」

之後重新定位司法的制度嘗試。

1980年代初中國的政治—司法

關係的諸多特徵，有別於1950年代

中央先定案、法院只是辦理法律手

續的模式co，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

法院獨立審判的空間，只是這一

空間並未定型，而是伴隨a政治—

司法關係的不斷調整而變化a，所

以我們很難從固化的邏輯中來把握

當代中國政治—司法關係的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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